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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《清史稿》是我国一部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清代历史典籍。该书收载有全国各府、直隶州、直隶厅的治所

经纬度数据,这是中国历史典籍编撰中的一大创举。但从《清史稿》“贵州地理志”来看,书中各府、直隶州、直隶

厅所引的经纬度数据都有所偏差,通过剖析其呈现偏差、讹误的成因,并加以匡正,希望能对今天的读者正确认

识和利用这些资料,为“大清史”的正式编撰有所裨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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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清史稿》是以正史形式编撰的一部清朝断代

史。该书编撰之一大特色在于一改前代成例,不再

收载各地“星象地望”,而是将各府府治的经纬度数

据收载于书中。这一创新不仅反映了当时我国的

科技发展水平,同时还标志着我国对外来文化的接

纳和吸收,以及实现本土化所达到的造诣,因而不

能不说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修史规范。遗

憾的是《清史稿》编修之际,国内战争频繁,政局动

荡,修史所需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无可靠保障。加之

主编赵尔巽年事已高,无力承担繁重的编修主持工

作,致使编修工作中众多的难题得不到妥善的处

理,这就必然给经纬度资料的收载和校勘留下诸多

遗憾,成为这一修史创意的瑕疵。因篇幅所限,本
文仅以《清史稿·贵州地理志》(以下简称“贵志”)
中所引各个府、直隶州、直隶厅的经纬度数据为依

据,探讨导致经纬度数据失真的社会人文成因,以

利于今天的读者正确认识和利用这些资料,并期对

今天大清史的正式编撰有所裨益。

一、资料征引失察例举

清代建立之际,西方列强就已开展了对全球经

纬度的实测工作,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数据。经纬

度对于精准的把握地理方位十分重要,故引起了康

熙皇帝高度重视。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,从国外引

进了相关的人才和设备,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

模的国土测量工作。这项工作在整个清代还陆续

展开过多次,从而积累了大量的经纬度数据,给《清

史稿》的编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。但是由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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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史稿》编撰之际,相关的技术人才和熟悉西南地

区的专门人才储备不足,而且编成后的校勘工作又

没有及时跟上,致使在《清史稿》的经纬度数据征引

中,留下了许多不能容忍的疏忽和失误。
查“贵志”,载:“贵阳府,北极高九度五十二分。

京师偏西九度五十二分。”[1](P2352)文中“北极高”意
在表明贵阳府府治所处纬度。而“京师偏西”的含

义是说,若以北京紫禁城午门为“本初子午线”基
点,那么贵阳府治的经度则是西经某某度某某分。
奇怪的是其中贵阳府治的经度和纬度数值竟然完

全一样,即使从情理上讲也完全不可能。因为无论

是用国际通用的“格林威治本初子午线”,还是采用

清代惯用的“京师本初子午线”去测量,经纬度数值

相同的地表弧线都不可能穿过贵州,因而“贵志”此
处原文肯定有误,是误将经度数据充当纬度数据收

载,从而导致了不可原谅的讹误。
“贵志”又载:“安顺府,‘北极高三十六度十二

分’”[1](P2354),然而,“贵志”总序载贵州的纬度跨度

为“北 极 高 二 十 五 度 四 分 至 二 十 八 度 三 十 三

分。”[1](P2352)两相比较安顺府的纬度数值竟然比贵

州最北点的纬度数值二十八度三十三分还高出七

度三十九分,这将意味着安顺府治超出了贵州的辖

境。“贵志”原文在这里前后互相矛盾,足证此处安

顺府所引纬度数据严重讹误。仔细查看后发现,很
可能是将二十六度误写为三十六度,这显然是一种

校勘工作不负责任导致的错讹。同样的,“贵志”对
安顺府府治经度的记载也犯有同样的错误,误将

“京师偏西十度二十四分”错写为“二十度二十四

分”。
此外,“贵志”对兴义府经纬度的记载也存在着

资料征引的失误。经我们核对后发现,“贵志”所引

的经纬度数据资料不是兴义府府治黄草坝(今兴义

市)的经纬度数据,而是安龙县县治的经纬度数据。
“贵志”载:“兴义府:要。旧隶贵西道。安义镇总兵

驻。顺治初,因明为安笼所。康熙二十五年,置南

笼厅,移安顺(原文写作“贵阳”,按“贵阳”二字误,
考订后订正为安顺)通判驻之,仍隶府。雍正五年

升府。嘉庆二年,改兴义。”[1](P2367)由于嘉庆二年以

前,该府称为南笼府,府治位于安龙。嘉庆二年以

后,该府改名为兴义府,府治迁到了黄草坝(今兴义

市)。而全国各府府治的经纬度测量工作是在嘉庆

三年以前完成的。也就是说,该经纬度数据是安龙

府府治的数据,而不是兴义府府治的数据。“贵志”
编修者失察,误将南笼府府治的数据顶替了兴义府

府治的数据编入正文,这才导致了又一不可原谅的

失误。

二、经度数据偏差成因分析

经纬度测量规程先是由欧洲各国确定,并在实

践中逐步得到完善。要确保经度测量数据的准确,
必须借助准确走时的时钟,对本初子午线的标准时

加以保存,然后与被测量点的当地时间相比较,凭
借时差造成的子午线与日影线的夹角去确定经度。
此外,在测量中由于必须看准日影与子午线的夹

角,距离拉得越大,角度的估算越精确。因而在测

量地展开实测时需要尽可能平坦的露天开阔场地,
否则会影响测量的精确度。至于测量的另一项装

备则是精确的经纬仪,鉴于清初使用的时钟和经纬

仪都是从国外进口,技术装备的精度与国外没有差

距,因此不会明显影响测量精度。可见能影响经度

测量准确的客观因素主要有两项:一是对北京时的

保存,二是测量点的场地。凭借这一认识反观贵州

和当时测量的实情,结果发现“贵志”收载的经度数

据确实因上述两项原因而导致了偏差。
贵州地处大西南,距离北京太远。查“贵志”得

知:“贵州,东北距京师七千六百四十里。”[1](P2352)鉴

于当时的驿站每天只能前进五十里上下,这样一来

即使使用最精确的时钟,在北京校准了北京的标准

时以后,带着这样的时钟远行一百多天才能抵达贵

州,结果只能是进入贵州的测量现场时,已经发生

了很大的偏差。其他技术条件即令精度准确无误,
那么测得的经度肯定会出现规律性的偏差。核对

了“贵志”原书后,除贵阳府、安顺府、兴义府以外的

经度数据,果然发现所有数据与当代测量的精确数

据相比,其换算结果均偏小,具体情况详见附表。
凭借这一数据的规律性偏差,我们有理由推测当时

所用的时钟确实比较精确,但因经历的时间太长,
仅仅每天百分之一秒的走时偏快,经过一百多天的

路程积累后,结果造成当时所测贵州各个府治经度

数据统一偏小。对待这样的偏差,如果从历史的角

度看待,我们还得承认当时的测量已非常的精确,
已经是当时的最高水平了。

贵州素有“山国”之称,山地面积占全省面积的

98.0%,此外生态系统复杂多样。对这样的地理环

境,《黔南识略》、“贵志”、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等都有

相关描述。《黔南识略》载:“天下之苦累者,莫过于

驿站;驿站之险远最苦者,莫甚于黔省……在在石

山峻岭,上则登天,下则履壁。”[2](P76)这一记载形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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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动的描绘了贵州地理环境的险恶。对于安顺府

的地理环境“贵志”载,“安顺府:冲,繁,难。”[1](P2354)

由此可以得知,贵州地势不平必然会给测量现场的

操作造成重重的困难,其中最明显的影响体现在测

量日影与子午线形成的夹角时,由于距离拉得太

小,对角度的估算就会失真。这样一来凡是那些偏

处山区的府、州、厅,或者刚建不久的府治就会因为

找不到合适的测量现场,出现经度测量的数据超常

的偏大或偏小现象。这里仅以松桃直隶厅的数据

为例略加说明。
松桃直隶厅位于贵州最东北,是一个嘉庆三年

后才兴建的直隶厅。厅治建在崇山峻岭之中,根本

找不到合适的测量现场,我们查阅了“贵志”后,发
现松桃厅经度数据果然呈现为超长的偏差,是全省

各府经度数据偏差最大的一个。

“贵志”载:“松桃直隶厅,京师偏西七度三十三

分”,[1](P2369)换算为今天的经度后相当于东经一百

零八度三十一分左右。但当代对当地的测量结果

则为一百零九度一十二分,比“贵志”的数据偏大了

约四十一分,这是贵州所有府治中数据偏差最大的

一个。据此表明,测量现场不理想确实严重影响了

清代经度数据测量的准确性。是书又载,“铜仁府,
京师偏西七度三十分”,[1](P2361)用当代经度表示法

换算后,相当于东经一百零八度三十四分。而现在

精确测量的数据为一百零九度一十一分左右,两者

相差约三十七分。这一偏差同样与该府地处深山

区,所处区位偏远,测量时间推后直接关联。至于

其他各府的经度数据详见附表(一),至于其成因,
读者不妨举一反三。

附表(一)

府名 《清史稿》经度数据 换算后经度数据 现代经度数据 相对误差值

贵阳府 京师偏西九度五十二分 东经106°12′ 东经106°43′ -31′
安顺府 京师偏西二十度二十四分 东经95°40′ 东经105°55′ -10°15′
都匀府 京师偏西九度三分 东经107°1′ 东经107°31′ -30′
铜仁府 京师偏西七度三十分 东经108°34′ 东经109°11′ -37′
遵义府 京师偏西九度二十九分 东经106°35′ 东经106°55′ -20′
平越州 京师偏西九度五分 东经106°59′ 东经107°31′ -32′
黎平府 京师偏西七度三十一分 东经108°33′ 东经109°8′ -35′
大定府 京师偏西十度五十五分 东经105°9′ 东经105°36′ -27′
思州府 京师偏西七度五十五分 东经108°9′ 东经108°45′ -36′
镇远府 京师偏西八度十三分 东经107°51′ 东经108°25′ -34′
松桃厅 京师偏西七度三十三分 东经108°31′ 东经109°12′ -41′
石阡府 京师偏西八度十九分 东经107°45′ 东经108°14′ -29′
思南府 京师偏西八度五分 东经107°59′ 东经108°15′ -16′
兴义府 京师偏西十度五十五分 东经105°9′ 东经104°54′ +15′

　　注:本文所引北京经度为东经116°4′[3](P15)

　　三、纬度数据偏差成因分析

清代的纬度测量从装备到规程都是从西方引

进的,测量的要领是在深夜十二点用经纬仪直接测

量北极星出地高度与地平面形成的夹角,该角度即

是当地的纬度,在《清史稿》中称为“北极高”。这种

测量办法至今尚在沿用。可是具体到贵州而言,如
下三个因素会影响到测量的精确度:其一,贵州地

处云贵高原,平均海拔较高,而纬度测量需要就海

平面进行实测,因而在高海拔的贵州进行测量,就
要针对不同的海拔高度进行校准。可是在清代,这
样校准的规程还不完备,这就造成了测量结果偏

大,并在“贵志”的各府治数据中反映出来。其二,
测量纬度需要直接校准北极星,由于贵州处于低纬

度地带,北极星的出地高度低于三十度,加之地面

有山、树木、建筑等阻挡就很难找到理想的观测点。
这也会影响当时测量的纬度精确度。其三,贵州各

个府治所在地的海拔高度参差不齐,最低的思州

府、思南府府治所在地仅有100米左右,而最高的

大定府府治却高达1400米以上,[4](P3)因而各府治

测得的纬度偏差也表现得各不相同。
“贵志”载:“大 定 府,北 极 高 二 十 七 度 四

分”,[1](P2365)用现在纬度的表示方法相当于北纬二

十七度九分,两相比较,发现其间存在五分左右的

偏差。再看“贵志”,对思南府的记载,其纬度数值

偏差为零。除去人为导致的原因外,完全有理由认

定当时的纬度测量,是由于没有减去海拔高度导致

的偏差值而出现的结果偏差。因而海拔越低的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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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得的纬度越准确,海拔越高的府测得的数值偏差

就越大。此外,处在山区的府厅,其纬度偏差也较

大,而且无规律性。这是因为测量时不得不爬上山

顶观察北极星而导致的测量偏差,黎平府和松桃直

隶厅纬度数据偏大都因此而发生。至于其他府治

的纬度数据偏差,此处不再一一赘述,参见附表

(二)。

附表(二)

府名 《清史稿》纬度数据 现代纬度数据 相对误差值

贵阳府 北极高九度五十二分 北纬26°35′ ±16°43′
安顺府 北极高三十六度十二分 北纬26°14′ ±9°58′
都匀府 北极高二十六度十三分 北纬26°15′ -2′
铜仁府 北极高二十七度三十八分 北纬27°43′ -5′
遵义府 北极高二十七度三十七分 北纬27°41′ -4′
平越州 北极高二十六度三十八分 北纬26°42′ -4′
黎平府 北极高二十六度九分 北纬26°14 -5′
大定府 北极高二十七度四分 北纬27°9′ -5′
思州府 北极高二十七度十一分 北纬27°13′ -2′
镇远府 北极高二十七度二分 北纬27°3′ -1′
松桃厅 北极高二十八度八分 北纬28°10′ -2′
石阡府 北极高二十七度二十九分 北纬27°31′ -2′
思南府 北极高二十七度五十六分 北纬27°56′ 0′
兴义府 北极高二十五度四分 北纬25°5′ -1′

　　　　 注:贵阳府、安顺府讹误成因见上文。

　　四、结论

“贵志”中,各府治的经纬度数据对于我们研究

各府治的具体位置有着积极意义。尽管有些经纬

度数据存在着一定的偏差,然而,在我国历史上第

一次引用了经纬度数据毕竟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

和创举,因此我们必须用历史的眼光给予高度的评

价,不必深责。并且弄清这些数据偏差的背后原因

确实是我国科学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,研究的结论

对清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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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rds,thedeviationofthelatitudeandlongitudedatawhichhandedbythehouse,ZhilistatesandZhili
hallcouldbedetected.Throughanalyzingthecauseandprovidingcorrectionofthedeviationandinaccu-
racy,theauthorintendstobenefitreader’scorrectrecognitionandusageofthesereferencesaswellas
thecompilationworkofTheHistoryofGreatQingDynasty.
Keywords:QinHistoryDraft;GeographicRecordsofGuizhou;longitude;latitud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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